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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摘 要  了解不同粒径泥沙迁移运动规律，有助于深入理解侵蚀条件下碳、氮、磷等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土壤营养元素的迁移转化与泥沙颗粒的运动规律密切相关，而泥沙的运动规律由颗粒大小、性状、孔隙度和密度等因素共同决定。依据泥沙颗粒沉降速度分选的原理，针对中国两种典型侵蚀土壤（红壤和黄绵土），分别进行了土壤机械组成（矿质土粒分选）和沉降速度分选测定。结果表明，土壤颗粒的沉降粒级可有效区分红壤和黄绵土中不同粒径团聚体的沉降速度，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出同一粒径颗粒因性状、密度和孔隙度的差异而形成的不同沉降速度。相对于质地疏松的黄绵土，红壤的机械组成显示，有86.9%的有机碳与 ≤32 μm 的矿物颗粒相结合，很有可能随悬移过程汇入下游水体。但土壤颗粒沉降速度分布表明，约有90.5%的红壤有机碳与等效石英粒径 ≥63 μm的团聚体相结合，易在经历较短的迁移过程后，快速沉积于下坡面。这表明，现有的土壤侵蚀模型大多利用土壤机械组成（即矿质粒径大小）在反映泥沙运动或元素迁移规律方面存在片面性。土壤的团聚过程可有效缩减有机碳和无机碳的迁移距离，从而使其更易沉积于陆生环境。土壤颗粒的沉降速度分级对认识泥沙颗粒和养分元素在侵蚀—迁移—沉积过程中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提供了新的途径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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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的侵蚀和迁移过程决定泥沙中元素的空间分布，而沉积区的微环境影响了泥沙中有机碳的生物地球化学转化过程，从而对土壤有机碳总储量、大气中CO2的循环以及下游河流系统中元素的富集产生深远的影响[1–3]。了解泥沙颗粒的运动规律是研究泥沙中养分元素（如有机碳或磷）在流域内的空间分布及生物地球化学特征的基础[4–6]。泥沙的运动规律由颗粒大小、性状、孔隙度和密度等因素共同决定[7–9]。然而，现今土壤侵蚀模型中，泥沙的沉降速度主要依赖于土壤矿质土粒或机械组成，即通过粒径大小来估算，在反映泥沙运动规律方面存在片面性[10–13]。事实上，泥沙在侵蚀和迁移的过程中主要是以团聚体形式运动，而非矿质单粒形式[14–16]。团聚过程可将沉降速度慢的细小颗粒团聚成沉降速度较快的大颗粒，从而缩减其迁移距离。因此，相对于矿质土粒或机械组成，土壤团聚体的沉降速度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泥沙的侵蚀和迁移过程[17]。然而，传统的土壤团聚体分选方法，如湿筛和干筛[18-19]，除了依赖粒径分级的片面性之外，在筛选过程中，团聚体也易因摩擦而破裂，造成大颗粒团聚体含量的减损，无法充分反映土壤团聚体的颗粒组成[20]。因此，水土流失过程中泥沙颗粒的理想分选方法，不仅需实现团聚体沉降速度分选，还应保持不同粒级团聚体的完整性。
1 材料与方法
1.1供试土壤
本研究选用两种典型侵蚀土壤，红壤（简育湿润富铁土，Hapli-Udic Ferrosols）和黄绵土（黄土正常新成土，Loessi-Orthic Primosols），分别采集于江西南昌典型旱作坡耕地和黄土高原陕西省长武县王东沟典型坡地。此两种供试土壤质地相似，但其有机碳含量与团聚体结构差异甚大，可对比反映不同团聚结构对土壤颗粒运动规律的影响。相关土壤性状见表1。本研究将两种土壤分别进行两种不同方法的分级——传统机械（矿质土粒）组成法和沉降管法，对比分析两种方法下土壤颗粒的差异性分布。
表1 供试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Table 1 Physio-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red soil and loess soil
	土壤
Soil type
	黏粒
Clay
(%)
	粉粒
Silt
(%)
	砂粒
Sand
(%)
	有机碳
Soil organic carbon
(mg g−1)
	无机碳
Soil inorganic carbon
(mg g−1)
	水稳性团聚体
(> 250 µm) 比例
Stable aggregates (％)

	红壤（简育湿润富铁土）①
	17.78±0.15
	56.76±0.48
	25.46±0.62
	2.95±0.91
	0.28±0.04
	73.41±4.94

	黄绵土（黄土正常新成土）②
	9.27±0.02
	44.36±0.10
	46.37±0.08
	3.67±0.83
	19.58±1.23
	38.40±2.41


注：土壤机械（矿质土粒）组成是将土壤样品用超声波震荡3 min后，使用激光粒度仪（Mastersizer 2000，Malvern, 德国）测定；由于微小黏粒通过激光扫描时，易发生重叠而被误读为较大粒径，故黏粒成分偏低，而粉粒成分偏高。有机碳和无机碳含量由总碳分析仪（Leco RC 612，St. Joseph，美国）测定。水稳性团聚体（> 250 µm）比例由湿筛仪（Eijkelkamp, 荷兰）测定 Note: ① Red soil (Hapli-Udic Ferrosols), ② Loess soil (Loessi-Orthic Primosols). The clay, silt and sand contents of the two soils were measured by Mastersizer 2000 (Malvern, Germany) after being dispersed for 3 minutes in ultrasonic bath; the clay content was very likely to be underestimated as clay particles were apt to overlap to form visually coarser particles when passing through the laser beam. The soil organic carbon concentration and inorganic carbon concentration were determined by the Leco RC 612 (St. Joseph, USA); and the percentage of stable aggregates > 250 µm was calculated after being wet-sieved by Wet Sieving Apparatus (Eijkelkamp, Netherlands)

1.2土壤颗粒的矿质粒径分选
称取25 g风干土，浸入水中，配成总体积为100 ml的悬浊液。用超声震荡仪（Sonifer 250, Branson, 美国）将此悬浮液以总能量为60 J ml-1的强度进行充分震荡（总能量 = 震荡仪输出功率70 W  震荡时长85 s / 悬浊液总体积100 ml）。在震荡过程中，注意通过水浴或者冰浴控制悬浊液的温度变动小于5℃，防止震荡能量因温度变化而带来的误差。随后，将震荡后的悬浊液进行湿筛，并将其分选为六个矿质粒径级别：≥500 μm、250 ~ 500 μm、125 ~ 250 μm、63 ~ 125 μm、32 ~ 63 μm、≤32 μm。分选后，晾干，称重，并用总碳分析仪（Leco RC 612, St. Joseph, 美国）测定各级别的有机碳和无机碳含量。试验重复三次。
1.3土壤颗粒的沉降速度分选
称取25 g风干土，浸泡于50 ml水中，静置15 min。土壤遇水后发生一定程度的团聚体破裂现象，此静置过程可有效保证团聚体破裂程度的统一性，降低重复样本之间的误差。随后，将该悬浮液样品从沉降管顶部注入，根据不同团聚体颗粒的沉降速度，按特定时间间隔，进行分选。进行沉降速度分级实验时，先使用投放器，将土壤样品由沉降管顶部投放至沉降管水体中，旋转水槽，依据斯托克斯定率（Stokes’ Law）所计算出的不同颗粒的沉降时间，将收集器对准沉降管低端，实现对土壤样品按照沉降速度进行分选收集。该方法不仅避免干筛或湿筛方法带来的团聚体破坏，而且可最大限度地反映团聚过程对细小颗粒沉降时间的加速现象，从而更真实地推算团聚体的最大迁移距离，有效减小了单一依据矿质土粒分析而带来的输沙量估算方面的误差。
具体而言，沉降管法主要通过速度沉降管设备实现，其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图1）：（1）沉降管，用于土壤样品自上而下沉降运动；（2）样品投放器，用于将土壤样品从沉降管顶端投入管内；（3）旋转水槽，按照特定时间间隔选择，并分级收集从沉降管底部沉降出的土壤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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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沉降速度管设备（a.设备整体构造，b.样品分选过程，c.分选后颗粒）
Fig. 1 The settling tube apparatus (a. the complete apparatus setting, b. settling fractionation, c. soil particles after fractionation) 

沉降管：本实验所用沉降管根据图1所示设计，由透明聚氯乙烯（PVC）管所制，高80 cm，内径5 cm，总容积约为2 L（图1a）。进行土壤沉降速度分级的过程中，沉降管应始终充满水，形成直立水柱用于土壤颗粒自上而下进行沉降。多数情况下，土壤颗粒小于2 mm，因此，沉降管内径（50 mm）与土壤颗粒（2 mm）的比值大于25:1，可有效避免边界效应（< 10%）[17]。与吸管法相比，此沉降管主要有三点不同：（1）沉降管长度较长，可保证快速沉降的大颗粒团聚体能够充分沉降，并在沉降管内实现有效分选；（2）沉降管直径较大，可承载较大容积的混合液，有效避免各个颗粒之间的推挤或抱团现象，保证不规则形状团聚体的顺利沉降; （3）沉降管底端开口开阔，土壤颗粒可无阻碍排出，有效避免因细小出口所带来的土壤颗粒堆积或者团聚体破裂现象。因此，与吸管法相比，沉降管法以更长沉降距离，更宽裕的管内径，以及更开阔平顺的底端开口，更适用于研究田间尺度泥沙的运动规律。
样品投放器：样品投放器用于将土壤样品从顶端投至沉降管中，它主要有两种样式：推杆型（如Hu等[21]中所述）和阀门型（图1a）。推杆型投放器是由一个约30 cm长的推杆穿过一个中空的容器，上下推送，实现样品投放。该推送杆两端分别配有可拆卸橡皮塞，用于密闭，实现沉降管内水柱直立不掉落。阀门型投放器是由两个球形阀门与一个中空短管组成，通过先后控制球形阀门的开合，实现空间密闭和样品投放。在投放土壤样品之前，投放器容积约为80 cm3，约可容纳土壤样品25 g（干重），悬浮液浓度约为6 g L−1。根据Loch[17]的报告，此悬浮液浓度并不会对土壤颗粒的沉降运动造成干扰。若所需沉降分选样品为径流场或者流域内收集的泥沙，也可直接将泥沙鲜样从沉降管顶部注入，实现泥沙鲜样的实时沉降与分选，用于反映泥沙不同颗粒在径流条件下的沉降速度，并推测其迁移距离分布。
旋转水槽：旋转水槽放置于沉降管下端（图1b），用于收集从沉降管底部沉降出的土壤颗粒。旋转水槽主要由圆形水槽和收集器组成。旋转水槽直径约50 cm、深20 cm，容积约为40 L；水槽内放置小型样品收集器若干，每个收集器容积约为290 cm3，并使初始收集器对准沉降管底部。土壤颗粒抵达沉降管底部之后，便可进入样品收集器。经过指定时间后，便可转动水槽，使下一个收集器对准沉降管底部，继续收集下个速度级别的土壤颗粒。在土壤样品沉降过程中，水槽内的水深必须没过沉降管底部，与沉降管内的水柱形成一体，从而防止沉降管中的水柱掉落。若有条件，可在旋转水槽底部设置电动马达，与延时继电器相连，准确控制水槽旋转的时间点和间隔，从而实现土壤颗粒按照不同沉降速度进行分选收集（图1c）。若条件有限，也可手动旋转水槽，但必须均匀轻柔，防止因过快旋转造成水槽内水体波动所带来的土壤颗粒漂移。
1.4颗粒沉降时间间隔计算
根据斯托克斯定律，土壤颗粒在水体中的沉降速度可由以下公式计算：

式中，V为沉降速度，m s−1；h为沉降距离（即沉降管长度+投放器内悬浮液高度），m，；t为沉降时间，s；d为土壤粒径，mm；g为重力加速度，约为9.81 N kg−1；η为20℃ 时的水体黏度，约为1  10-3 Ns m−2；Ds为土壤颗粒平均密度，约为2.65  103 kg m−3；Df为水体密度，约为1.0  103 kg m−3。理论上，斯托克斯定律多用于计算粒径小于0.07 mm颗粒的运动规律[22]，因此，对于与本实验供试土壤质地差异较大的其他土壤，可视具体情况，选取相应计算公式[22-23]。
为与传统机械（矿质土粒）组成法进行对比，并方便与现有土壤侵蚀模型中的沉降速度参数进行结合，本文特利用“等效石英粒径”这一概念，表达与某一石英粒径具有相同沉降速度的土壤团聚体的粒径[17,21]。具体而言，依据斯托克斯定律, 将土壤团聚体的以下6组“等效石英粒径”：≥ 500 μm、250 ~ 500 μm、125 ~ 250 μm、63 ~ 125 μm、32 ~ 63 μm、≤32 μm，转化为不同沉降时间（表2）。经过868 s沉降后，最细小颗粒，即等效石英粒径≤32 μm的颗粒，仍以悬浮液状态滞留于沉降管中。可将其沉降管中水体放出，静置，晾晒，收集，计为等效石英粒径≤ 32 μm颗粒。利用总碳分析仪（Leco RC 612， St. Joseph，美国）测定不同粒径中有机碳、无机碳以及总碳含量。试验重复三次。若土壤样品的团聚结构与本实验中所选土壤差异较大，可根据需要调整时间间隔（二次分割，或者合并），充分反应目标样品的团聚体沉降速度特征。
表2 土壤颗粒沉降速度、沉降时间和泥沙空间分布
Table 2 Settling velocities, times, and likely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oil particles based on equivalent quartz size classes
	等效石英粒径
Equivalent quartz size (μm)
	沉降速度
Settling velocity (m s-1)
	沉降时间
Settling time(s)
	泥沙空间分布
Likely spatial distribution

	≥ 500
	≥ 0.23
	≤ 4
	陆地沉积
Terrestrial deposition

	250 ~ 500
	0.23 ~ 5.6  10-2
	4 ~ 14
	

	125 ~ 250
	1.5  10-2 ~ 5.610-2
	14 ~ 57
	

	63 ~ 125
	3.0 10-3 ~ 1.5 10-2
	57 ~ 224
	

	
	
	
	

	32 ~ 63
	1.0  10-3 ~ 3.010-3
	224 ~ 868
	可能汇入下游水体
Possibly transported into rivers

	
	
	
	

	≤ 32
	≤ 1.0  10-3
	≥ 868
	汇入下游水体
Likely transported into rivers


注：表中泥沙空间分布是按照Starr 等[25]的概念模型定义的。沉降距离为80 cm  Note: Likely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oil particles was based on the conceptual model developed by Starr et al. [25]. The settling distance is 80 cm
1.5 数据处理 
本文所有数据分析由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10完成，文中显著性差异分析由SPSS 21完成，用最小显著差异法（LSD）进行均值间显著性检验，显著性水平取0.05。
2 结果与讨论
2.1土壤颗粒的沉降速度分布与机械组成分布的差异
通过两种不同的分选方法所得土壤颗粒的分布状况如图2。结果表明，机械（矿质土粒）组成法所得颗粒分布中细颗粒偏多（如，红壤中 ≤ 32 μm的细颗粒占87.8%），而利用沉降管所得大颗粒较多（如，红壤中 ≥ 63 μm 的大颗粒占94.5%）。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机械（矿质土粒）组成法破坏了土壤中的团聚体，而沉降管法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土壤团聚体的原有结构。若按照传统侵蚀模型，利用土壤机械组成对泥沙的空间分布进行预测，那么，红壤中粒径 ≤ 32 μm的细颗粒（87.8%）将很有可能随悬移经历较久的迁移过程，甚至很有可能汇入下游水体。然而，实际上，红壤通过团聚过程将细小黏粒或沙粒形成较大团聚体，加速其沉降速度，从而缩短迁移距离。若根据团聚体沉降速度分布，该红壤中94.5%的土壤颗粒实际为等效石英粒径 ≥ 63 μm的团聚体，很有可能最终将随团聚体沉积于陆地表面。此种现象，在团聚体结构较弱的黄绵土中也有体现，仅是程度较弱：75.8%的黄绵土为机械组分 ≤ 32 μm的细小颗粒，依传统侵蚀模型预测，将很有可能汇入下游水体；但根据团聚体实际沉降速度分布，其71.6%的土壤颗粒实际为等效石英粒径 ≥ 63 μm的团聚体，很有可能在经历较近的迁移距离后沉积。这一结果表明，现有土壤侵蚀模型中，依据土壤机械组成（即矿质粒径大小）而推算的泥沙空间假设是不正确的。
[image: ]
注：误差棒表示最小和最大值的范围，不同字母表示各粒级内部两种不同分选方法之间的显著性差异(p < 0.05)。下同 Note: Error bars indicate the range of minimum and maximum. Different letters indicate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fractionation methods in the same size class (p < 0.05). The same below
图2 红壤与黄绵土沉降速度分选与机械（矿质土粒）组成法的粒级分布图
Fig. 2 Comparison of weight distribution in red soil and loess soil fractionated by settling and dispersion

2.2有机碳随团聚体沉降速度的差异性分布
有机碳单位含量（图3）在红壤的各机械粒级和各沉降粒级之间尽管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其均值在数量级上差异不大（≤32 μm组除外）。然而，将有机碳单位含量（图3）与各自粒径的重量（图2）相乘之后，有机碳总量分布在两种不同分选方法间则存在明显差异（图4）。尽管，其机械（矿质土粒）组成法所得有机碳分布情况表明，86.9%的有机碳是与红壤中≤32 μm的细小颗粒相结合，很有可能随悬移过程汇入下游水体，从而被掩埋保护，减缓矿化分解过程[26-27]。但土壤颗粒沉降速度分布却显示，约有90.5%的红壤有机碳与等效石英粒径 ≥63 μm的团聚体相结合（图4），在经历较短的迁移过程后，快速沉积于下坡面。此部分团聚体，快速沉积后，将在后续的降雨和侵蚀事件中，反复经历侵蚀—迁移—沉积过程，并伴随着团聚体破裂和矿化过程[28-29]。此结果与Hu等 [21]观察到的规律相似。黄绵土有机碳单位含量在不同矿质颗粒中分布明显高于团聚体沉降颗粒（图3），这主要是因为黄绵土的结构差，超生震荡后破裂程度比红壤更彻底，其有机碳在测定过程中的氧化程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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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有机碳单位含量在红壤和黄绵土不同沉降速度和矿质粒级中的分布
Fig. 3 Comparison of the organic carbon content per unit in red soil and the loess soil fractionated by settling and disp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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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有机碳总量在红壤和黄绵土不同沉降速度和矿质粒级中的分布
Fig. 4 Comparison of total organic carbon in red soil and the loess soil fractionated by settling and dispersion

2.3无机碳随团聚体沉降速度的差异性分布
红壤中无机碳单位含量普遍较小（图5），尽管在不同粒级间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其均值在数量级上差值不大。此外，黄绵土中的无机碳单位含量明显高于红壤，且在团聚体沉降速度粒级与机械组成粒级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在将无机碳单位含量（图5）与各自粒径的重量（图2）相乘之后，无机碳总量分布的差异性表现则较为明显（图6）：尽管其机械组份表明，77.9%的无机碳是与黄绵土中≤32 μm的细小颗粒相结合，但其实约有59.1%的黄绵土无机碳存在于等效石英粒径≥63 μm的团聚体中。这也表明，黄绵土中无机碳与不同团聚体粒径的结合，也直接影响了其在黄土高原不同流域的空间分布。特别是在土壤pH适宜的条件下，土壤无机碳含量与水热之间的关系，也将会影响土壤中有机碳的固存和矿化过程[30]。这就意味着，随着不同颗粒在不同地点的富集或减损，与其结合的有机碳和无机碳所处的微环境也随之改变，从而影响整个流域内有机碳和无机碳的生物地球化学变化[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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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无机碳单位含量在红壤和黄绵土不同沉降速度和矿质粒级中的分布
Fig. 5 Comparison of the inorganic carbon content per unit of soil in red soil and the loess soil fractionated by settling and disp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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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无机碳总量在红壤和黄绵土不同沉降速度和矿质粒级中的分布
Fig. 6 Comparison of the total inorganic carbon in red soil and the loess soil fractionated by settling and dispersion

3 结 论
相较于传统方法仅依赖于土壤机械组成（矿质粒径大小）所进行的测算，此沉降管法用团聚体沉降速度进行分级，能更加全面地反映泥沙运动规律，明确泥沙颗粒的迁移距离和空间分布特征，从而准确了解营养物质的迁移转化过程，为深入理解土壤侵蚀—迁移—沉积全过程对有机碳循环的影响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还证实了团聚过程可将沉降速度较慢的细小黏粒或沙粒汇聚成沉降速度较快的较大团聚体，从而加速了细小颗粒的沉降速度，缩短其迁移距离。这也就意味着，那些原本经悬移运动至下游水体的细小颗粒，由于团聚过程的加速效应，将随较大的团聚体沉积于坡脚附近，从而改变了现有侵蚀模型中对于泥沙空间分布的假定。由于沉降管法是利用泥沙颗粒的沉降速度来反映其运动规律，无其他限制条件，因此，可适用于分析不同类型土壤在不同侵蚀程度下的泥沙运动规律，对重新认识养分元素在侵蚀—迁移—沉积过程中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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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Settling Velocity to Investigate the Patterns of Sediment Transport and Deposition 
HU Yaxian 1,2  Nikolaus J. KUHN 3
(1 Institut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China)
(2 Institut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China)
(3 Physical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Basel, 4056, Switzerland)

  【Objective】 Knowledge about the transport patterns of sediment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erosion-induced biogeochemical processes of C, N and P. The sediment transport distance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its settling velocity distribution, which is dependent on the size, shape, density and porosity of sediment particles. In fact, aggregation processes turn fine particles into large aggregates, speeding up the settling velocity of individual particles and shortening their transport distances. However, most of the soil erosion models currently available are using soil texture or mineral particle distribution, therefore cannot fully reflect the transport behavior of sediment particles. 【Method】 Two typical types of soils in China, red soil (Hapli-Udic Ferrosols) and loess soil (Loessi-Orthic Primosols), were investigated in this study. The two soils had similar texture, but were distinctive in aggregate stability and soil organic carbon content. They were, therefore, considered as suitable objects in this study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settling velocity distribution and mineral size distribution. The two soils were fractionated by two methods: conventional wet-sieving into mineral size distribution; and settling tube fractionation into settling velocity distribution. The weight distribution, total organic carbon concentration and total inorganic carbon concentration of individual classes were measured and compared. 【Result】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soil mineral size distribution, fractionation using settling tube is more effective in distinguishing the settling velocity distributions of red soil and loess soil. This is because clay-sized particles are more likely to be cooperated into aggregates, which facilitate the settling velocity of individual mineral particles, and thus largely shorten their potential transport distance. In particular in the better aggregated red soil, about 86.9% of the soil organic carbon was associated with fine particles ≤32 μm, which is very likely to stay as suspension and thus transported downstream once erosion occurs. However, as a matter of fact, about 90.5% of the soil organic carbon was combined with coarse aggregates of equivalent quartz size ≥63 μm, which would probably be deposited at the footslope immediately after short transport distance. Similar patterns of soil inorganic carbon distributions were observed in the loess soil. All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aggregation effects can effectively shorten the transport distance of soil organic and inorganic carbon and skew their distributions towards the terrestrial system than if otherwise predicted by mineral size distributions. 【Conclusion】 Settling velocity specific redistribution of sediment particles casts new light on our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C, N and P biogeochemical processes during soil erosion and sediment transport and deposition. Therefore, settling velocity specific distribution of sediment particle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soil erodibility parameter to be applied to soil erosion models.
  Settling tube; Settling velocity; Aggregates; Transport distance; Organic carbon; Inorganic 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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